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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现象引起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随着基因科学研究的进步,使用遗

传学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解读人类行为决策已成为经济学研究关注的前沿议题。本文以收入阶层

代际传递影响因素为起点,梳理基因及其环境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影响的研究脉络,进而探寻

基因在收入阶层代际传递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基因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具有基础性的解释

力和预测力,而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提供了基因不能独立作用的科学依据,并揭示了基因对收入阶

层代际传递的影响是一个包含家庭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的多路径复杂传递系统。未来研究重点是

改善低收入群体家庭环境,充分挖掘个体的遗传潜力,拓展环境修饰基因的政策空间,预防基因风险,
探索构建精准分类的公共政策体系,为阻断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提供理论、实证和政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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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收入阶层存在一定程度的代际传递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发生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现

象,主流经济学对此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探究。文献研究显示,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因素主要包

括行为偏好传递(Volland,2013)、人格特征传递(Bowlesetal,2001;Gertleretal,2013)、健康人力

资本传递(Benham&Benham,2008;Coneus&Spiess,2012)、认知能力传递(Blandenetal,2007;

Jensen,2012)、教育水平传递(Blanden,2011)、财富代际转移(Mare,2011)、社会资本传递(Ander-
berg&Andersson,2007;Breen&Salazar,2011)、职业选择偏好(Pérez-Gonzlez,2006;Heller-
stein& Morrill,2011)八个因素。这些因素中,除了外生性的家庭内部“财富代际转移”这一因素

外,还包括基于家庭内部机制的内生性的七个传递因素。这七个代际传递因素往往是由个体选择行

为所决定,那么个体选择行为背后又是由什么决定的? 对此经济学家一直在探寻,试图解密人的决

策行为规律。这一研究过程经历了主流经济学(1890年)、行为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神经元经

济学(20世纪90年代)、基因经济学(21世纪初)的发展历程。主流经济学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通
过数理模型方法推演人的决策行为。行为经济学假设人是有限理性的,融合心理学方法研究个体行

为决策存在对理性行为的系统性偏离。神经元经济学融合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方法,直接测量人的

思维和情感,观测其在决策、思维以及社会互动等方面的特征,但大脑神经元活动属于内表型层面,
仍然是个体行为决策因果关系链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尚不清楚最深层原因,仍然不能清晰地揭示经

济行为决策的根本机制究竟是什么。最终,基因经济学给出了一种新的研究工具,使用遗传学方法,
在基因层面寻找人类行为决策的终极决定因素,使用人类基因数据库对社会经济现象和人类社会经

济行为内在决定机制展开深入研究。可见,这一研究历程经历了由间接到直接、由近似到精准、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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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到本质的过程,寻找大脑决策的内在机制,揭开大脑“黑箱”。
基因经济学从人类最根源的基因层面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提供实证证据。最早Benja-

minetal(2007)开始研究将基因科学融入经济学研究的可能性,为经济学对个体异质性行为的探索

提供了生物遗传学基础,旨在探析个体遗传差异如何通过家庭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即个体独自

接触的环境)的互动来影响人类经济行为(Navarro,2009)。基因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全基因

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associationstudy,GWAS)和孟德尔随机化方法(Mendelianrandomiza-
tion,MR)等。此外,基因变量也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工具变量来进行因果推断。随着基因测序技

术的进步,GWAS能在基因组中识别出与被研究表型显著相关联的基因位点,即利用代表遗传标记

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SNP)位点数据解读人类社会经济行为。

GWAS数据起初仅用于医学分析,2009年之后学者开始关注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否也是由基因决定

的,使得将基因数据置于经济学研究范畴成为可能,从而将基因研究引入经济学分析中。
基因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影响是基因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一项重要议题。行为遗传学第一

定律揭示,所有人类行为特征都是可遗传的;行为遗传学第二定律揭示,家庭共享环境对人类行为特

征也发挥作用,但小于基因的作用;行为遗传学第三定律揭示,复杂的人类行为特征的变异很大一部

分并没有被基因或家庭共享环境的影响所解释(Turkheimer,2000)。显然,第二、第三定律揭示出,
复杂的人类行为特征均显示出大量的环境影响,因为任何性状的遗传性都不是100%。由此可进一

步确定,前述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八个因素归根到底受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影响。鉴于此,
本文对基因和环境的独立作用或互动机制如何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

理和分析,进而揭示基因经济学关于收入阶层代际传递机制的研究进展。

二、基因通过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对收入阶层遗传的作用机制

如前文所述,经济学文献研究显示,导致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现象的根源主要包括行为偏好、人格

特征、健康人力资本、认知能力、教育水平、财富代际转移、社会资本、职业选择偏好八个收入阶层代

际传递因素。同时,大量基因经济学文献研究又发现,这八个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均受基因影响,
具有遗传性。也就是说,基因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影响是通过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的影响而

产生的,其机制包括:(1)直接作用机制,即基因通过影响行为偏好、健康人力资本、教育水平、认知能

力、人格特征五个代际传递因素进而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2)间接作用机制,即基因通过影响中

介传导因素,而中介传导因素又影响社会资本、财富代际转移和职业选择偏好三个代际传递因素,从
而最终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直接作用机制与间接作用机制归纳如图1所示。

(一)基因直接通过代际传递因素影响收入阶层遗传

基因通过行为决策的遗传直接影响人的行为偏好、健康人力资本、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和人格特

征五个因素,进而影响家庭收入阶层的遗传性。

1.行为偏好。行为偏好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而基因对行为偏好有影响,显然,基因对收入阶

层代际传递的影响可通过行为偏好传递得以实现。风险偏好(Dohmenetal,2011)、时间偏好(Gau-
ly,2017)、投资行为偏好(Dohmenetal,2012)、创业行为偏好(Quadrini,2020)、消费偏好(Wald-
kirchetal,2004)、婚姻选择偏好(Chettyetal,2017)六个方面均会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基因影

响行为偏好主要通过上述六个方面的遗传作用,进而影响收入阶层的代际传递。
(1)风险偏好程度受到多种基因的影响。现有研究发现的与风险偏好有关的基因有DRD4基

因、5-HTTLPR基因、DAT1等位基因、STin2等位基因、单胺氧化酶A基因(MAOA)、MAOA-L
基因等多种基因。各基因对风险偏好的影响方向有所不同,有的体现在喜好风险上或者风险耐受性

上,有的体现在厌恶风险上。其中,DRD4基因的7R等位基因与冒险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并且7R等位基因的携带者更容易探求新奇和冒险(Dreberetal,2008)。相对于携带复制一次或两

次长等位基因的个体而言,携带复制两次的5-HTTLPR短等位基因的个体具有更大的风险厌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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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因通过代际传递因素影响收入阶层遗传的机制

(Kuhnen&Chiao,2009)。具有9次复制的DAT1等位基因的携带者比具有10次复制的携带者具

有更高的风险耐受性,并且具有10次复制的STin2等位基因的携带者比具有12次复制的携带者更

能体现风险耐受性(Zhongetal,2009a)。此外,实验表明,人的选择与单胺氧化酶A基因 MAOA
启动子区域重复功能多态性有关,即与复制等位基因次数少的受试者相比,复制等位基因次数多的

受试者更倾向于购买高风险彩票而不是风险较小的保险(Zhongetal,2009b);MAOA-L多态性携

带者更有可能偏好风险,不是因为其更具冒险精神,而是其能够在风险下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

(Frydmanetal,2011)。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风险态度呈强正相关(Dohmenetal,2012),且家庭越富

裕的子代,其风险偏好也越高,风险偏好与家庭收入对数和家庭财富对数之间的相关性分别是0.20
和0.06(Dohmenetal,2011)。

(2)时间偏好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Eisenbergetal(2007)使用“延迟贴现”这个概念说明个体

时间偏好,研究发现DRD2TaqI和DRD448bpVNTR基因多态性显著引发了个体延迟贴现差异。
延迟贴现实质上是一个人舍弃当前看重未来对时间偏好程度的反应,刻画的是降低延迟回报的程

度。Sanchezetal(2018)使用23127名欧洲研究参与者的基因数据进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相
关性最显著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是rs6528024(P=2.40×10-8),同时发现12%的延迟贴现差异是由

基因型引起。父母对子代的时间偏好遗传已被证实,且时间偏好与人力资本形成、就业以及工资之

间具有显著相关性(Gauly,2017)。
(3)投资行为偏好也受基因影响。风险偏好的遗传变化会影响个人的投资行为偏好(Barneaetal,

2010)。遗传差异解释了投资组合风险决策中大约25%的变化(Cesarinietal,2010),同性异卵双胞胎

与风险投资行为偏好的相关性大于异性异卵双胞胎(Cronqvist&Siegel,2014)。Beauchampetal
(2017)利用来自11000多对瑞典双胞胎的调查数据,用消费、储蓄和投资组合作为风险的代理变量,研
究双胞胎风险偏好行为的差异,发现基因遗传能够解释35%~55%的个体风险偏好差异。

(4)创业行为偏好同样与基因有关。Nicolaouetal(2008)率先发现DRD3基因的特定遗传变异

与创业行为偏好之间存在关联性。后续研究相继发现许多基因对创业行为偏好的影响,比如影响创

业精神的基因可能位于人类基因组中与多动症、自闭症、双向情感障碍、受教育程度、一般认知和幸

福感六种特征相关的区域(Rietveldetal,2021)。VanderLoosetal(2013)使用经典的双胞胎数据

估计从事自营职业倾向的遗传力发现,共同的SNPs可以解释从事自营职业倾向的狭义遗传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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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性遗传方差与总方差之比)的50%。
(5)消费或储蓄行为偏好受基因影响。Cronqvist&Siegel(2015)研究发现,基因差异解释了约

35%的个人消费或储蓄行为偏好差异,并且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消费或储蓄行为偏好可由基因解释

得更多。Zhuetal(2023a)通过实验,结合相关社会人口统计数据评估了基因数据预测消费者食物消

费选择的潜力,如抑郁和身高等行为性状的多基因得分,以及与苦味感知相关的遗传变异(TAS2R5
rs2227264和TAS2R38rs713598)可用于预测个人食品消费选择行为。Giannelis(2023)利用3920
名美国双胞胎的样本设计出测量储蓄倾向和负债情况的量表,并据此进行研究发现,44%的储蓄倾

向差异是由遗传效应所解释的。
(6)婚姻选择偏好受基因影响。同质型婚姻匹配不仅归因于社会环境,而且还归因于基因,即存

在“社会环境—基因”同质型婚姻匹配(social-geneticassortativemating)(Abdellaouietal,2023)。

Domingueetal(2014)利用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HRS)中170万个美国成年人的SNP数据进行研

究发现,遗传相似性解释了10%的教育婚姻正向匹配。Yengoetal(2018)使用大约40万个欧洲个

体的SNP数据证实,身高和教育程度这两个择偶标准均存在婚姻正向匹配的遗传性。

2.健康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而基因对健康人力资本有影响,显然,
基因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影响可通过健康人力资本传递得以实现。健康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有一

定的解释作用,并且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男性和女性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对低收入阶层性别工资差

异的影响更大一些(Becker&Tomes,1976)。健康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际传递对

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影响(Benham&Benham,2008)。基因影响健康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身

体健康、心理/精神健康和健康行为这三个方面的遗传作用,进而影响收入阶层的代际传递。
(1)基因对身体健康的作用。通过大规模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基因对疾病的影响的研究较为

广泛。通常情况下,疾病都是由诸多基因引发的,只有大约2%的基因疾病是由单个基因引起的

(Jablonka&Lamb,2014)。首先,基因对身体健康的作用体现在许多疾病的遗传上,如许多基因突

变或染色体变异已经在家族性散发性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中被发现(Padangetal,2012),阿尔茨海默

症(Alzheimerdisease,AD)被认为是受到基因强烈影响导致的(Lambertetal,2013),痴呆症是由

几种基因结合生活方式因素引起的(Kuroki,2014)。其次,基因对身体健康的作用体现在遗传对寿

命的影响上。针对500多对双胞胎的研究报告显示,同卵双胞胎寿命之间的相关性为0.23,而异卵

双胞胎之间的相关性极小(McGueetal,1993)。基因经济学研究发现,存在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

SNP,通过对多个SNP效应进行加权计算总分数,可用以衡量基因对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这种方

法称之为多基因教育评分。在此基础上,Marionietal(2016)运用多基因教育评分研究子代多基因

教育评分与父母寿命之间的联系发现,子代的教育多基因评分越高,其父母寿命越长,子代教育多基

因评分可以用来预测父母寿命。基因对身体健康的作用也体现在肥胖具有很强的遗传性,Rosen-
quistetal(2015)利用GWAS测试FTO基因rs993609变异和体重指数(BMI)之间的关联发现,出
生顺序、FTO肥胖风险等位基因和体重指数的“基因型—表现型”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

(2)基因对心理/精神健康的作用。基因变异过程是精神疾病风险的遗传基础,Werthernetal
(2023)利用新冠疫情期间访问523名居家隔离患者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心理疾病具有基因层

面的遗传基础。具有血清素转运蛋白(5-HTT)短等位基因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和与

压力事件相关的自杀性,而5-HTT基因多态性则可减轻压力事件对抑郁的影响(Caspietal,

2003),携带5-HTT基因多态性和 MAOA基因多态性的人比不携带这两种多态性的人更能缓解

压力事件带来的抑郁情绪(Fletcher,2014)。Baselmansetal(2019)通过多变量全基因组关联荟萃分

析(meta-analysis)发现,存在与包含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神经质和抑郁的“幸福感谱”显著相关的

304个独立SNP。
(3)基因影响健康行为的作用除了直接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外,还包括对健康行为(如吸烟、饮酒

和饮食方式)的影响。Liuetal(2019)使用美国120万人基因数据进行GWAS研究发现,在40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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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点出现了566个遗传变异,这些变异与吸烟和饮酒的开始、停止和滥用等多个阶段相关,其中

150个基因位点存在基因多效性(由单一基因所产生的多重效应)。Coleetal(2020)采用英国生物

银行(UKBiobank)中约45万例个体基因数据样本,利用GWAS确定了与单一饮食摄入和多元饮食

方式相关的基因位点。

3.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而基因对教育水平有影响,可见,基因对收入阶

层代际传递的影响可通过教育水平传递得以实现。现有研究发现,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水平都是收

入阶层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Becker&Tomes,1976;Taubman,1976)。一方面,低收入家庭对子代教

育投资相对不足,造成对子代教育水平产生负向效应;另一方面,子代接受教育的能力在基因层面存在

遗传效应。最终教育水平通过劳动要素市场上的教育回报形成收入阶层的代际传递(Blanden,2011)。
教育水平是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而教育水平本身又受到基因的影响。Plug& Vij-

verberg(2001)利用亲生子女家庭和领养子女家庭的信息发现,在与学业成绩相关的能力中,65%~
80%可归因于遗传效应。Milleretal(2001)对来自澳大利亚大约3000对双胞胎的样本数据进行分

析发现,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有50%~65%可以归因于遗传禀赋。教育水平受到基因的影响这一研究

主题一直受到特别关注,Rietveldetal(2013)对126559个个体(其中101069个抽样样本,25490个

复制样本)的受教育年限进行了全基因组关联荟萃分析,以识别与教育成就相关的遗传变异,发现受

教育程度具有高度多基因性特征,三个独立的SNPs具有全基因组显著性。Okbay(2016)报告了一

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结果,该研究确定了与受教育年限相关的74个全基因组显著位点,在调节儿

童大脑基因表达的基因组区中发现了与受教育程度相关的SNPs。
教育水平受遗传的作用程度究竟有多大? 由于研究的样本体量、样本选择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

的不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例如,Leeetal(2018)对大约110万样本进行了大规模的遗传相关分

析,并确定了1271个独立的全基因组显著的SNP,其多基因评分可解释11%~13%的教育差异。

Papageorge&Thom(2020)在健康与退休研究(HRS)中探讨了观察到的遗传变异、教育程度和劳动

市场结果之间的关系,发现3.2%~6.6%的教育程度的变化取决于基因。

4.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而基因对认知能力有影响,显然,基因对收入阶

层代际传递的影响可通过认知能力传递得以实现,认知能力代际传递在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过程中具

有重要作用(Jensen,2012)。子代认知能力和父母认知能力与其教育水平有显著相关性,并引起子

代劳动要素市场回报率的差异(Anger& Heineck,2010)。Heckmanetal(2006)研究表明,认知能

力的提高能够引起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增长,增长率分别为20%和30%。
基因影响认知能力主要通过对一般认知能力、特定认知能力的遗传作用进而影响收入阶层的代

际传递。首先,基因在一般认知能力上具有遗传作用。一般认知能力通常以智商测验其差异,智商

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孩子学习差异,进而在入职之后带来机会不平等。智力能有效预测教育(Plo-
min&Deary,2015)、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Schmidt& Hunter,2004)。有大量文献表明,基因对

个体智力差异有显著影响,如Blewett(1954)利用初级智力(primarymentalabilities)测试发现,同卵

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智力相关性为0.75和0.39。Bouchardetal(1990)在一项拥有100多组分开抚

养的同卵双胞胎的实验中得出智商遗传率的估计值约为70%。Willoughby(2021)运用1998-2004
年间亲属互动行为研究(SiblingInteractionandBehaviorStudy,SIBS)中486组亲属数据分析基因

和环境对于智商的影响发现,智商遗传率约为40%。Hilletal(2019)利用来自三项研究的数据共

78308个样本进行荟萃分析发现,233个基因能够影响智商,这就证明了基因差异是导致智力测试分

数差异的基础性原因。其次,基因对特定认知能力的遗传作用。特定认知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空间

能力、信息处理速度、记忆力等方面。McClearnetal(1997)对80岁及以上的瑞典同性双胞胎开展了

一般和特定的认知能力研究,发现遗传力的最大似然模型拟合估计结果是,一般认知能力为62%,特
定认知能力为38%。其中,特定认知能力具体包括语言能力为55%、空间能力为32%、信息处理速

度为62%、记忆力为52%。Plominetal(2013)利用全基因组复杂性状分析(genome-wide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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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tanalysis,GCTA)的新方法估计出从特定认知能力(语言和常识)基因分型阵列上常见的170万

个DNA的总遗传力,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英国双胞胎早期发育研究(TwinsEarlyDevelopmentStudy,

TEDS)中5434对12岁双胞胎特定认知能力遗传力的GCTA方法估计值,以及3154对12岁双胞胎

特定认知能力的传统行为遗传学方法估计值,研究发现,语言认知能力的基因遗传率为66%,常识认

知能力的基因遗传率为48%,验证了特定认知能力是可遗传的。

5.人格特征。人格特征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而基因对人格特征有影响,显然,基因对收入阶

层代际传递的影响可通过人格特征传递得以实现。Eavesetal(1999)认为人格特征主要包括信任态

度、耐心、冲动和互惠倾向等。父母将信任态度的人格特征传递给了子女(Dohmenetal,2012),耐
心、冲动和互惠倾向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同样存在代际传递,信任和冲动等人格特征影响投资行为偏

好和消费决策,进而引起收入阶层代际传递(Gauly,2017)。Heckmanetal(2006)利用包含支配型、
影响型、支持型、尽责型(dominance,influence,steadiness,compliance,DISC)特征的性格问卷测量

了一个用来衡量性格特征的非认知技能指标(noncognitiveskillindex),研究发现,位于DISC性格

指数25%分位点上的劳动者与位于75%分位点上的劳动者相比,男性劳动者收入平均增加10%,女
性劳动者收入平均增加40%。人格特征、情绪稳定以及社交技能等性格特征的代际传递也同样能够

引起收入阶层代际传递(Bowlesetal,2001)。
人格特征被证明具有高度的遗传性,并在生命周期内相对稳定(Bouchardetal,1990)。Munafo

etal(2003)对人格相关数据进行荟萃分析发现,人格特征与基因长度和基因多态性之间存在显著关

联性。Bergemanetal(1993)采用了包含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Goldberg,1990)
五种人格因素的“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model,FFM),并运用专门评估五因素的测量工具进行遗

传学研究发现,除了宜人性的遗传率较低(12%)以外,其余四种因素的遗传率估计与其他人格研究

的结果相似。Jangetal(1996)采用修订后的新人格量表对123对同卵双胞胎和127对异卵双胞胎

进行FFM分析发现,基因对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尽责性五个维度的影响分别为41%、

53%、61%、41%和44%,即所有因素都有着中等遗传率。神经生理导向理论将人格分为猎奇、伤害

回避、奖赏依赖和坚持性四个特征(Stallings,1996),研究发现,短等位基因(2-5次复制)编码的受

体在结合多巴胺方面比长等位基因(6-8次复制)更强,因此具有DRD4长等位基因复制的个体会

寻求猎奇事物来增加多巴胺释放,并且该基因变异能够进行遗传,其子代也存在猎奇行为(Plomin
&Caspi,1998)。另两项研究分别发现,HTR3A基因的一个多态性(C178T)会影响女性的伤害回避

这一人格特征(Melke,2003),多巴胺β羟化酶(DBH)基因功能性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rs1611115(C-
970T)与奖赏依赖有显著关联性(Pliegeretal,2018)。神经生理导向理论的四个人格特征中的猎奇、
伤害回避和奖赏依赖三个受到了基因遗传。因此,上述研究成果说明,尽管五因素模型的遗传学研

究与神经生理导向理论对人格特征内容划分不同,但是基因对人格特征的作用均得到了较多研究成

果的佐证。
(二)基因间接通过代际传递因素影响收入阶层遗传

基因通过遗传行为决策,借助于相关中间媒介间接影响家庭共同的社会资本、财富代际转移和

职业选择偏好三个因素,进而影响家庭收入阶层的遗传性。其中,中间媒介包括两种情形:其一,八
个代际传递因素之外的利他主义情感因素扮演了影响社会资本和财富代际转移中间媒介的角色;其
二,属于八个代际传递因素中的社会资本、一般认知能力、人格特征三个因素同时又扮演了影响职业

选择偏好的中间媒介角色。

1.基因借助于利他主义情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和财富代际转移,进而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
关于社会资本和财富代际转移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影响已有很多研究。代际收入流动理论指出,
社会资本的代际流动是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机制之一(Anderberg& Andersson,2007)。父代社会

资本和收入能够影响子代的社交网络、社交环境、政治权利状况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从而影响子

代的就业状况(Calvo-Armengol&Jackson,2005),社会资本代际相关性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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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代际不平等现象(Clark,2023)。财富代际转移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一定解释力,高收入家庭向

子代转移的实物或金融资本越多,子代维持当前家庭经济地位的概率越大(Mare,2011)。Charles&
Hurst(2003)利用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ThePanelStudyofIncomeDynamics,PSID)的财富数据

估计了财富的代际弹性,将父母和孩子的年龄为控制变量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代际财富弹性为

0.37。同样,Pfeffer&Killewald(2018)也利用PSID数据库中1984—2015年间的财富数据进行研

究发现,父母财富地位平均每增加10%,其子女成年后财富地位平均可增加4%。
基因通过对利他主义情感间接影响财富跨代转移行为和社会资本传递行为,进而作用于收入阶

层代际传递。Rushtonetal(1986)发现,利他主义情感中50%的差异可以用基因来解释。已有研究

发现,DRD4基因(Bachner-Melmanetal,2005)和NEO-PI-R基因(Anackeretal,2013)与利他主

义情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Reuteretal(2011)实验研究测试了利他行为的多巴胺候选基因多

态性,发现代表多巴胺强分解代谢的Val等位基因与利他主义情感有关。已有文献证实,财富代际

转移行为和社会资本传递行为均基于利他主义情感。父母基于利他主义情感向子女尤其是相对收

入较低的子女转移财富或传递社会资本、提升其人力资本,平滑家庭整体消费,进而实现家庭效用最

大化(Becker&Barro,1986)。
总之,社会资本和财富代际转移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而基因主要通过利他主义情感间接影

响社会资本和财富代际转移,进而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显然,基因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影响

可通过利他主义情感影响社会资本和财富代际转移得以实现。

2.基因通过中间媒介间接影响职业选择偏好进而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关于职业选择偏好

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文献研究表明,父代与子代的职业存在显著相关性(Lindquistetal,2015),

Ermisch&Francesconi(2001)使用对英国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父亲、母亲与子代职

业的相关程度分别为0.4~0.75和0.3~0.5。父母对子女进行具有职业偏好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

解释职业和收入间的代际传递现象(Laband&Lentz,1992)。职业代际传递是非线性的,较高社会

经济地位的父代与其子代的职业代际相关性更高(Pérez-Gonzlez,2006)。职业代际传递与收入代

际传递之间存在相关关系(Giangregorio,2023)。Raitano(2015)利用八个欧盟成员国的家庭追踪调

查数据(EuropeanUnionStatisticsonIncomeandLivingConditions,EU-SILC)进行研究发现,父代

与子代职业的代际传递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
职业兴趣也具有一定的遗传力(Zhuetal,2023b),说明基因也可能直接影响职业选择,但大量

文献研究显示,基因主要通过中间媒介对职业选择偏好产生影响。由前述文献可知,基因直接影响

社会资本、一般认知能力和人格特征,而这三个因素分别影响职业选择偏好。其一,社会资本能够直

接或间接地对个体职业选择行为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其职业声望、工资待遇、社会地位等职业地位的

状况(Blau&Duncan,1967)。其二,个体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归因于认知水平

上的差异,一般认知能力可以预测一个人所选择职业的后期职业水平和表现(Buseretal,2023)。
其三,Costaetal(1984)以21岁至89岁的男性和女性为样本,考察了荷兰职业类型与人格特征的

“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模型之间的关系,发现人格特征与职业偏好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总之,职业选择偏好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而基因主要通过社会资本、一般认知能力和人格特

征三个媒介因素间接影响职业选择偏好,进而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

三、基因与环境共同揭示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形成机制

根据行为遗传学第一定律,所有人类行为特征都是可遗传的,那么收入阶层代际遗传是否意味

着基因决定论? 伴随着遗传学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基因数据的开发,基因经济学研究对基因控制经

济行为进行了反思。第二定律提出了基因和环境共同影响;第三定律进一步具体提出非家庭环境的

影响。显然,第二定律、第三定律表明环境的作用正在被揭示出来。行为遗传学中的环境指除遗传

之外的所有影响因素,包括共享环境(同一家庭中父母特征、家庭环境等)和个体独自接触的环境(出
—741—

郝春虹等: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基因经济学研究进展



  2023年第12期

生顺序、与父母互动方式、个人社交网络、人生经历、个人经验等非共享环境)。学者们致力于探究基

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对基因具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同时基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个

体选择、创建或塑造某种环境,基因与环境是一个交互作用(gene-environmentinteraction)过程

(Scarr& McCartney,1983)。
(一)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形成机制是基于环境对基因的修饰

环境对基因的修饰是通过唤起、促进与抑制某一基因型的表达,即环境的变化会改变基因表达

(Jencks,1980)。研究发现,智商差异方面,高收入家庭主要源于基因,而低收入家庭主要源于共享

环境 (Turkheimeretal,2003)。家庭环境差异影响了智力遗传潜力的表达,基因对认知能力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变化。任何遗传效果均以特定的社会环境为条件,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

改变社会环境来帮助处于弱势环境中的儿童挖掘智力发展的基因潜力(Guo&Stearns,2002)。

1.环境对智力遗传具有一定程度的放大作用。在人的生命周期中,随着年龄增长,经验不断积

累,基因对智力的影响不断增加,基因在认知能力差异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McCartneyetal,

1990)。根据针对双胞胎的研究估计,智力的遗传可能性从婴儿期(20%)到儿童期(40%),再到成年

期(60%)大幅增加(Haworthetal,2019)。这种经验积累所引起的年龄与智力的高相关性,在

Selzametal(2017)使用GWAS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该研究发现智力的遗传效应从7岁的2%增长

到16岁的9%。对这一现象的科学解释是,幼年时期选择、修改和创造与其遗传倾向相关的环境对

智力遗传差异具有放大作用;成年之后人的智力还受到自我经验的指导性影响,从而进一步放大智

力遗传差异的作用。DNA被自选环境(包括经验积累对选择环境的影响)所塑造,进而影响从童年

到成年的智力遗传率,导致出现与年龄相关的智力遗传特征(Briley&Tucker,2013)。

2.教育的遗传以环境为条件发挥作用。Kongetal(2018)通过荟萃分析发现教育程度的遗传性

是具有环境条件的。Tucker&Bates(2016)也通过该方法证实了环境条件的作用,基因对学业成就

的影响在社会经济贫困的条件下受到抑制,而在社会经济优势条件下得到促进。

3.环境对行为偏好遗传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具有低活性 MAOA基因型的个体表现出更高水

平的攻击性,而且在其被激怒的消极环境条件下会产生更加强烈的反应(McDermottetal,2009)。

Caspietal(2003)研究发现,具有一个或两个5-HTT短等位基因的个体患抑郁症的风险更大,并且

在经历过不良生活事件后能够增加携带5-HTT短等位基因的变异概率,从而更容易出现心理/精

神健康问题。Sjöbergetal(2007)对瑞典2611名16岁和1649名19岁的女性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在
具有社会心理逆境(psychosocialadversity)的环境中,MAOA长等位基因型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概率

更高,且反社会行为的反应更加强烈。Belskyetal(2009)利用荟萃分析也得出类似结论,消极环境

能够增加5-HTT的基因变异概率,降低大脑对积极环境输入的敏感度,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和

与压力事件相关的自杀性。

Leveetal(1998)通过评估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不良行为的影响发现,父母对儿童不良行为的

基因表达具有直接影响。当把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行为作为控制变量后,遗传带来的对儿童不良行为

差异增加,共享环境带来的对儿童不良行为差异减少。Cronqvist&Siegel(2015)研究发现,一个人

在童年或青少年早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调节其储蓄行为偏好的基因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基因通过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进而影响收入阶层遗传的作用机制事

实上是基于环境对基因的修饰而实现的。
(二)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形成机制是基于基因对环境的塑造

1.基因对环境的塑造。基因对环境的塑造使环境具有“后天的先天性”(thenatureofnurture)
特征。心理学家曾经一度认为,在环境对遗传的作用中环境是被动因素,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
许多被认为纯粹的环境因素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即部分遗传倾向会感知、解释、选择、修
改甚至创造我们的环境,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由内而外”的。当人们将环境因素视为反映环境感知的

基因表现型时,显然这些感知可能是基因调节的感知,也就是所谓的“后天的先天性”(Plo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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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eman,1991)。人们之间的大多数差异来自其自身的经历和从环境中唤起的那些由基因决定的

差异,父母的基因型通常会影响其为子代所提供的环境,基因型可能决定生物体对环境机会的反应,
这实际上是基因驱动着经验。

人格特征中的可遗传差异也可解释家庭环境中的可遗传差异。Herndonetal(2005)把参加明

尼苏达州双胞胎家庭研究(MTFS)的471对17岁的男性双胞胎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因

素中的凝聚力完全是由约束人格特征的遗传差异引起的,其他家庭环境因素也充分地被人格特征的

遗传因素解释。Kruegeretal(2003)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美国明尼苏达州90对双胞胎的养育环

境进行测量,并用多维人格特征问卷对成年人的人格特征进行了综合测量。研究发现,由于人格特

征基因影响了人们塑造其养育环境的方式,家庭环境中的所有可遗传的差异均可由人格特征中的可

遗传差异来解释。Plominetal(1988)使用家庭环境量表(familyenvironmentscale,FES)对瑞典的

分开抚养双胞胎和一起抚养双胞胎样本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基因对每个FES量表中包括的各个方

面均有显著的遗传影响。
此外,家庭环境对疾病遗传也具有一定的影响。Mentaetal(2023)基于英国(AvonLongitudi-

nalStudyofParentsandChildren,ALSPAC)数据库中约9000组母亲—子女样本的抑郁症全基因

组关联分析,利用母亲患抑郁症的基因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母亲基因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家庭环境,
影响了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

2.环境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影响。文献分析表明,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中的教育水平、
身心健康、行为偏好、认知能力、人格特征五个因素既受基因影响,也受环境因素影响,其中关于环境

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以下五个方面:
(1)环境对教育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家庭为子女提供有差异的教育机会与学习环境(Chevalier

&Lanot,2002),从而影响子女的学习行为和学业成绩。
(2)环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在于个体因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心理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生活方式不

同,而导致个体健康差异(Cutler&Vogl,2011)。
(3)环境对男性和女性的创业行为偏好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45%的自主创业倾向差异

源自环境的影响。细分性别研究还发现,环境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分别为33%和60%,环境对男性

的影响比女性小(VanderLoosetal,2013)。
(4)在儿童认知的塑造过程中,文化差异和习俗等环境因素与生物遗传(DNA)共同起到关键作

用(Cavalli&Feldman,1973)。
(5)人格特征的环境影响与遗传率相当。研究表明,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子女由于所处的非共

享环境的差异,使其人格特征有所不同;若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子女所处的非共享环境的差异无几,
那么其人格特征才可能一致(Bouchard&Loehlin,2001)。

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形成机制是基于基因对环境的塑造以及环境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的影

响而实现的,这一机制充分体现了环境的重要性。
(三)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形成机制是基于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人们选择、修改和塑造的环境其实与人们的遗传倾向相关,同时环境因素也在影响基因的表达。
因此,“基因—环境”是相互影响的(Caspietal,2003),即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G×E)。这种交互作

用通常被理解为个体对环境敏感性的遗传控制,同时基因型的影响被环境所调节(Roweetal,

1999)。因此相关研究不再只是研究基因对环境或者环境对基因的单方面影响,而是进一步研究基

因与环境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的共同作用,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智力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类遗传因素会像滚雪球一样

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过程被称为“遗传基因扩增”。例如,具有高智力遗传倾向的儿童可能会阅

读更多的书籍,并主动选择爱读书的朋友,从而进一步刺激其认知发展,与智力相关联的DNA差异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更大影响(Plomin,2018)。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智商会产生一种乘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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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高智商基因型个体进入更好的环境进而促进智商潜力的实现(Dickens&Flynn,2001)。
(2)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教育的影响。Lahtinen(2023)通过对1925—1989年间出生的学

生进行基因评估和教育调查发现,基因解释了父代与子代教育之间相关性的1/8,家庭教育环境和基

因交互作用也对教育相关性具有解释力。Wertzetal(2023)采用生命历程法(life-courseapproach),
使用来自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的3万对父母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多基因评分和其养育行

为之间显著相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往往为孩子提供了更有利的成长和教育环境,即父母不仅通

过遗传基因将优势直接传递给后代,而且还会通过基因与环境互动的间接路径将优势传递给后代。
(3)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人格特征的影响。Keltikangas(2004)利用3600名3岁至18岁青

少年的心理和人格测试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于有过不良生活经历的儿童,其DRD4基因更易复制,
在成年之后更易形成猎奇的人格特征;同时,对于复制次数高的DRD4基因,其个体更易受环境刺

激,猎奇人格特征更明显。Luetal(2023)研究发现,基因可以修饰环境对人格特征的影响,同时环

境可以调节基因对人格特征的影响,基因使个体倾向于某些性格表现型,但这种联系的强度可能取

决于个体独有环境。
(4)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Fowleretal(2011)对比来自美国青少年健康纵

向研究的六种基因型发现,存在这样一个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人际关系影响的反馈过程,即一

个人的基因会导致其选择具有某些基因类型的人做朋友,这反过来又促进或改变其基因表达。亲社

会行为(prosocialbehavior)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维护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Knafo&Plomin
(2006)利用9319对双胞胎数据研究基因和环境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发现,子代受基因影响表

现出的亲社会行为调节了其父母营造的家庭氛围(如父母的态度、情绪和行为),同时父母与儿童相

处时营造的家庭氛围又可以影响子代亲社会行为的遗传力。基于以上基因与环境的互动作用的研

究成果可以发现,基因通过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对收入阶层遗传的作用机制实际上是以基因与环

境的交互作用为前提的,而并非仅仅是基因的独立作用。同样,环境通过基因这一路径又对收入阶

层代际传递因素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实际上也是以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为前

提的,而并非仅仅是环境的独立作用。
综上所述,遗传经济学研究反思的结果为:一方面,基因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作用是基于环境

对基因的修饰而实现的;另一方面,环境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具有影响作用,事实上是基于基因

对环境的塑造而实现的,即“后天的先天性”。显然,以上两个方面均是以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为

前提的,而并非仅仅是基因或者环境的独立作用。所以,在本质上基因与环境共同揭示了收入阶层

代际传递形成的复杂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使研究很难揭示基因和环境各自

贡献的比重,也就是说,基因对收入阶层代际遗传基础性作用的程度难以精准确认。

四、结论、启示及研究展望

(一)结论

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现象的解释性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表明能够导致收入阶

层代际传递现象的是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而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本质上是由人的特质行为所

决定。基因经济学使用特有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本文聚焦于基因经济学

关于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归纳这一领域相关成果的研究进展,分析其逻辑主线。
第一,基因通过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进而对收入阶层代际遗传具有先天性的基础性作

用。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每个个体基因组合都是独特的,这一独特性决定了其能够遗传给下一代的

个体遗传信息;基因遗传物质在个体之间所存在的显著差异解释了为何特定个体与其他个体相比更

有可能具有某种特质或特质行为,从而就能够解释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因素所体现的特质或特质行

为,这是基因的基础性作用所在。
第二,环境在基因影响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到了后天的修饰作用。研究表明,基因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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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受制于环境(Conley&Fletcher,2017)。由于基因与环境在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过程中

的作用非常复杂,目前尚不能做到有效分离出环境具体作用的程度,但环境的作用机制足以解释后

天环境在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基因与环境共同所揭示的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形成机制是一个包含多路径复杂系统。基因

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中共有八个传递因素,其中基因直接作用于五个因素进而影响收入

阶层遗传,间接作用于三个因素进而影响收入阶层遗传。而且在基因对收入阶层八个代际传递因素

的影响中还存在环境与基因交互作用的影响,其中环境包括共享环境和个体独自接触的环境。因

此,基因、传递因素、共享环境和个体独自接触环境共同作用形成了揭示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复杂系

统。如图2所示。

图2 基因与环境共同揭示的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复杂系统

总之,基因经济学研究表明,基因与环境没有哪一个能够单独揭示收入阶层代际传递形成机制。
基因组中的某些因素可能把个体拉向一个方向,但是后天的不同环境(如教育环境、密友类型等)又
分别把其拉向不同的方向,基因表现型不是先天注定,各种影响决定了人的特征行为。人可以朝着

与基因型不同的方向努力,由于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多个路径所组成的这张网,受基因影响是具有

倾斜性的,人向某个特定方向的努力可能会更容易一些。至于其在这个特定方向上的最终位置,基
因是不能完全决定的。因为这张网的传递机制是复杂的,一方面基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另一方面

环境在这张网中一直影响着基因表达(Heine,2017)。
(二)启示与政策意义

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基因经济学研究成果可以激励个体更理性地进行选择行为,尤其是个体独

自接触环境的选择。同时,在公共政策层面探讨收入阶层代际传递议题有以下启示:首先,收入阶层

代际传递的形成机制是一个复杂的传递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增强基因经济学理论对收入阶层代际传

递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其次,研究成果解释了收入阶层代际传递不只是基因决定的,父母与子

女之间必定存在其他能够传递的东西,其造成研究上对统计模型做出了对基因作用的偏高估计(May-
er,1997)。这为研究政策如何调节或改变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收入阶层代际传递问题而构建

个性化政策、分类政策和动态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要形成收入阶层流动机制,解决收入阶层代

际传递问题,避免收入阶层固化,应该同时从家庭、家族根源和社会环境方面寻找办法和路径。
上述启示的政策意义是:首先,遗传和环境因素可能是在一个复杂的反馈回路中相互作用的,遗

传因素可能会让人们对环境变化更加敏感或不太敏感。为此,可以针对人们对环境变化敏感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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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而进行分类,设计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其次,家庭环境的代际传递对下一代心理和行为的

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拥有什么样的家庭行为模式是家庭自我选择和塑造的结果,外界无法直接

干预,但社会环境塑造的公共行为可以对家庭氛围实施外界的影响,有效的公共政策能够对不良的

家庭环境进行干预。再次,在教育均等化、健康帮扶、收入扶持、就业干预、经济增长和劳动市场等公

共政策方面的研究中,如果我们能破解传递什么比较有用,就能够比较精准地进行政策干预,比如生

育—养育—教育三位一体政策扶持、政府的婴童营养计划、医疗补助计划、择业引导、健康婚姻、启智教

育计划、幼儿开发项目等针对性越强,政策效果越好。最后,个体差异是个体伦理价值的本质,个体特征

是人类基本的天然资源,关注个体的特征,更有助于公共政策提供有利于每个人最优发展的环境。
(三)研究展望

对于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研究,基因与环境是两条平行的路径吗? 至少在基因经济学之前是这

样的。事实上,环境与基因的交互作用才是基因经济学阻断收入阶层代际传递问题未来应该研究的

根本方向:首先,随着多基因评分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对遗传的预测力将会更准确,我们就更有可能

利用不断发展的基因识别检测的技术手段,评估代际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分别导致收入阶层代际传

递的差异,就能够清晰地剥离环境激发基因表达、环境本身对收入特质行为的影响与基因对收入特

质行为的影响。这就有可能总结评估被基因塑造过的环境(家长选择、营造和传递的环境)和被环境

修饰过的基因,从而识别基因、环境以及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与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因果关系。
其次,基因经济学对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利用环境可以改变基因的影响,而且要研究

如何构建特质环境的政策体系,旨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环境来实现其遗传潜力的挖掘,以增强某些良

好的特质行为,阻断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现象。最后,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将收入阶层代际传递的形成机

制作为一个动态循环系统进行整体研究,打通从基因、环境到特质行为之间的研究脉络,贯通这个系统

中上述八个因素的内在机制,而不应该只停留在单一或某几个因素的碎片化的单向静态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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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theGenoeconomicsabout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Incom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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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phenomenonof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incomeclasshasarousedgreatconcerninaca-
demiccirclesandsociety.Withtheprogressofgeneticscienceresearch,usinggeneticmethodstoanalyzeeconomic

phenomenaandinterprethumanbehaviordecisionshasbecomeafrontiertopicineconomics.Basedontheintergenera-
tionaltransmissionfactorofincomeclass,thispaperanalyzesthelineageoftheinfluenceofgenesandenvironmentin
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incomeclass,andthenexploresthemechanismofgenesonintergenerationaltrans-
missionofincomeclass.Theresearchshowsthatgeneshavedeepexplanatoryandpredictivepoweronintergenera-
tionaltransmissionofincomeclass.Thegenotype-environmentinteractionprovidesascientificbasisthatgenescan-
notdetermineindependently.Theresearchrevealsthatthemechanismofgenesin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in-
comeclassisamulti-pathandcomplexsystemincludingfamilysharedenvironmentandindividualnon-sharedenviron-
ment.Thefocusoffutureresearchisimprovingthefamilyenvironmentoflow-incomegroupsandfullyexploitingthe

geneticpotentialofindividuals.Weshouldexpandthepolicyspaceofenvironmentalmodificationgenes,preventge-
neticrisks,andexploretheconstructionofpublicpolicysystemsofaccurateclassification,soastoprovidetheoreti-
cal,empiricalandpolicyreferenceforblocking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income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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